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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黎气候峰会协议的达成必将形成更高的拥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减排手段，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利用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率先得到发展，其研发及商业化也成为主流趋势。我国面对减排压力，已经和亚行在碳捕获技术上合作，但缺少相关法律监管的制度、法规作为支撑，可以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法律监管机制，分别从核查许可、风险应急、权责分配、信息披露等方面建立起市场主体监管与技术风险监管的“二维监管框架”和耦合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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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greement reached in climate summit in Paris will form multilateral reduction methods with a higher legally binding force.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technology take the lead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which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s of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Facing pressures to reduce emissions, China has worked together with Asian Bank to cooperate on carbon capture technology, but there exists the insufficient support of relevant legal regulation system,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formed a considerably mature leg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China can learn from their experiences from the aspects of check license, emergency distribut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y, risk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o establish the two-dimensional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enterprise supervision and technology supervision" and the coupling of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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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巴黎气候峰会的召开，表明全球气候治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也将面临着更为严格的减排标准。在对CO2排放总量的控制方面，碳捕获与储存技术是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减排的一种较为明显的技术手段。在大幅减排温室气体的动力驱动下，2005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大规模推广了该项技术。其工作原理是将CO2等温室气体与具有利用价值的能源燃料分割开，将其压缩、净化，进而达到可以较长时间与大气进行隔离，减少了向大气中排放CO2的量（如图1），因此，其称为碳捕获与储存技术（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该项技术的优势在于既能够有效利用能源，还可以缓解气候变化，避免了新技术开发的瓶颈。全球有大量可以储存CO2的空间区域，包括地质土壤、海洋等。欧盟、德国、美国等国家在碳排放总量控制上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经验，不论是在碳排放权交易还是碳税等方面也都有较为完善的体系，而对于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利用方面，这些国家也制定有关规制的法律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对更好地开发、利用该技术提供了严格的监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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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工作原理①
2  碳捕获与储存技术法律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

碳捕获与储存技术主要分为3个阶段：捕获——运送——储存。碳捕获技术主要包括：燃烧前、富氧燃烧和燃烧后捕获技术。在碳捕获以后就进入到碳运送阶段，碳运送使用范围较为广泛，主要有管道运送和罐装运送两种方式；继而进行碳储存，将运送的碳安全储存在地质结构层中，主要有地质储存、海洋储存、化学储存3种储存方法。碳捕获与储存在操作上需要很高的技术标准，也需要严格的操作规程；另外，在碳储存过程中，化学封存和海洋封存存在很大的环境风险，有可能严重影响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而化学封存过程中将气体碳转化为稳定的碳酸盐（CaCO3等），其减排效果和经济效益都存在风险。因此，为防止碳泄漏事故的发生，相关部门必须要进行严格监管，需要有完善的立法体系和具体的法律制度来保障技术更好地利用[1]。

我国在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利用方面目前处在初期，对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利用的监管尚处空白，并没有完善的立法体系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对其在碳市场中的使用进行保障，导致在利用该项技术方面出现很多问题：宏观政策上，很多监管制度存在空白（如表1）；微观政策上，不论是在权责分配、信息披露还是在前期的风险识别、控制等方面，都没有政策法规来进行明确[2]。
表1  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监管制度分析

	  制度类型
	现存制度
	不受监管区域

	政策环境
	只有与CCS的间接法律管制制度
	市场竞争与准入

	金融保险制度
	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
	缺少信息披露制度以及责任保险制度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
	缺少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

	电力销售制度
	——
	缺少强制性的电力销售制度

	技术合作制度
	有跨部门合作、部门与企业之间合作的政策
	缺乏企业间合作、产业合作的政策支持


  我国国务院颁发的《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及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2015年度报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等均将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开发利用作为重点发展项目，这些均可以作为我国制定碳捕获与储存技术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因此，构建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利用的立法体系，开展“企业分类和排放分级”的二维监管模式，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3   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立法监管的国际考察

在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立法监管方面，美国、加拿大、欧盟均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对防止碳泄漏造成的事故等方面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立法经验，我国可以借鉴国外这些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立法监管手段，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进行保障[3]。

3.1  英美法系国家CCS立法监管模式

3.1.1  美国CCS立法监管模式

美国早在2008年就饮用水安全问题针对CO2“灌注井地下储存利用”制定了相关法律制度②，法律规定了对灌注CO2的井下储存必须要求具有50年的跟踪连续监测方可发放许可证，也是对地质储存首次采取的许可证制度。之后于2009年颁布《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该法案就地质储存的许可制度进一步提高要求，建立了立法协调机制进行监管。2010年环保局EPA又制定了《安全碳储存技术行动规定》，对设备情况、储存数据进行监管，具体包括“驱油储存”下需按照温室气体强制性标准对排放进行分级，提交年度CO2排放数据，主管部门根据数据检测储存设备和储存量。在企业应用CCS技术开发项目时，相关部门对企业进行分类，在“选地—建筑—检验—监测—结束程序”等各个程序上有严格的执行标准，保证设备安全和对碳泄漏等危险事故的救济法案[4]。

2011年，美国环境与能源委员会、能源部相继颁布了《碳捕获技术法案（S.757）》和《碳捕获和储存立法修正法案（S.699）》两项法律制度但并没有加重惩罚的力度，而是对能够永久储存CO2的技术进行奖励，奖励政策与惩罚制度的配合能够有效地监管美国各企业对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开发利用，进而达到最佳碳减排与碳封存的效果。此外，《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CES）中对企业实施CCS技术的时间进行限制，逐渐实行强制性措施，从2009年到2015年建成的电力工厂要求必须使用CCS技术，并规定减排量达到50%。美国对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立法监管是综合性的，不仅包括了技术的研发、推广，还包括储存技术的风险控制和激励制度。
3.1.2  英国CCS立法监管模式

另一个较为典型的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立法监管的英美法系国家是英国。英国早在2005年就制定了《碳减排技术规划立法方案》，从2006年开始相继制定出台了《Stern 报告》（2006年）和《合理利用碳捕获与储存技术法规》（2008年）等，构建了CCS开发利用的法规政策与监管制度。在碳捕获与储存技术逐渐成熟运行后，英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监管框架，把市场化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补贴机制当中，并纳入电厂企业，制定了CCS 封存许可证的法律框架。此外，英国设定了“碳捕获便利机制”，自2009年4月所建厂址中电力消耗超过300 MW的火力发电厂必须为以后要利用的碳捕获与储存技术设施留出足够的空间。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 Climate Change，DECC）正拟通过立法措施来对新核电应用CCS投资的监管、规划风险进行控制。建立监管程序，防止碳泄漏事故发生，设计一些列评估标准，包括安全评估——资产评估——通用设计评估等。另外，英国在之前的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应用上遇到了障碍，主要原因是缺乏系统的融资机制，因此在新的《能源法案》中添加了保证CCS产业收益的条款，降低投资者不确定性风险，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政策，对CCS创新技术，政府承担部分金融风险等政策法规。

3.2  大陆法系国家CCS立法监管模式

欧盟包含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其中诸如挪威、德国等国家的CCS技术相对成熟，因此欧盟是对CCS立法监管最为完善的地区。2007年欧盟就通过会议构建了CCS应用立法监管框架以及风险防控方法；2009年欧盟理事会颁布了《碳储存指令（CCS指令）Directive/2009/31》，这是国际上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一部CCS立法，从储存的角度制定了“储存场地、介质选择制度标准”③，“储存许可标准”（设立管理机构对许可证的核证、变更、撤销进行监管）、“储存的监测、检验与报告制度”（管理机构对储存的状态、是否影响人类健康等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企业必须按照规定按年度提交报告，内容主要由储存许可证的时效认定、设备状况、资金支持等多方面组成[5] 。

从权责义务的明确方面，CCS指令规定：CCS技术按照IPCC的标准设定看，假设选择适当的储存场地、介质、设计并进行管理，有99%被储存的CO2将会储存1 000年以上。如果储存结束后的检查出现问题，将会发生泄漏等严重问题，不仅对生态平衡造成威胁，而且会造成人类的健康安全隐患[6]。对于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开展所涉及到的安全问题，权责义务需要明晰。明确规定了：（1）企业义务：需要在结束碳储存阶段上交储存场地、介质状况清单；自场地、介质的关闭到转移至少要有20年的观察期；需要为监管机构提供30年的检测费用支持。（2）监管机构义务：需要对企业提交的报告进行审核，对碳储存场所、介质进行监测等。（3）在法律制定上采用过错原则，若企业尽检查义务，提交报告审核无误，出现问题，企业不承担任何责任；若企业被检测出存在重大问题，则承担过错责任，上交因造成损失所需缴纳的费用及罚金。（4）在信息披露上，必须将碳捕获与储存的相关信息向公众公开，但对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的信息不予公开[7]。

2014年欧盟在CCS立法方面又作出了新的规定，对CCS指令进行了修改与添加，其中包括：许可证的强制系统，这项政策与欧盟的ETS 相符；资金支持上，减少碳交易补贴额度，支持CCS产业发展；石油采集率④（EOR）虽然可以短期提高CCS产业，但规定EOR不能作为 CCS 市场发展的主要指标。综合看来，欧盟对CCS立法监管较为系统，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4  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立法监管模式与法律制度构建

4.1  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立法监管现状

    我国在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示范性项目中已获成果，“上海石洞口第2电厂碳捕获项目”、“神华集团工业项目”等都标志着我国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开展上成功取得了很多经验。我国还与亚洲开发银行进行合作，通过亚行的协助制定出一份碳捕捉和封存路线图，以助其实现CO2减排的目标，该项目准备在2016年以前至少启动2个大型碳捕捉和封存示范项目，装机容量达到每年捕捉至少200万t CO2。我国的CCS技术示范项目即将实现商业化，不仅可以促进减排，还可以减少项目成本。不过，现阶段在立法监管方面还没有形成专门的 CCS 立法和法律制度，这阻碍了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开发、利用进程。我国在1993年出台的《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2002年出台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以及2010年的《道路危险货物管理规定》等法律，只是起到间接对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运输、储存等方面的规制，2015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将低碳储能等技术监管作为重点，加大减排力度。
4.2  构建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二维立法监管模式

通过对美国、英国以及欧盟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立法经验的充分借鉴，可以发现，在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立法监管上，这些国家都采取了分别从市场主体监管与技术风险监管两个维度进行，因此我国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构建二维立法监管模式，达到对CCS技术应用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有序的监管，建立起“二维监管，相互协调，联合执法”的立法框架。

4.2.1  第一维度：市场主体监管

市场准入与企业监管阶段是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实施的预备阶段，在此可以充分借鉴欧盟关于CCS的许可证监管制度，从法律主体的资格审查到项目开发的可行性分析，还有专业人员的准入资格都要进行相应的监管。

主体资格审查包括：对企业的注册资本金的审查；对企业能否开展CCS技术的资格实行许可制度、颁发许可证，并将时效控制在5年之内；对电厂、土地所有等利益相关主体运营CCS技术的以往经验等进行实质性审查，包括对其是否有充足的资金作为支持进行审查[8] 。明确企业的权利义务，在关闭碳储存时，提交储存场所、介质状况清单；保证充足的观察期限，至少达到15年以上；在发生碳泄漏等安全事故时能够有充足的资金以及专业的研发团队进行控制，承担相应的责任。修正《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道路危险货物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中没有在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监管涉及到的相关的条款。监管部门需要对勘验结果进行鉴定并提供检测报告，以此办法许可证。进行登记备案，对注册、变更以及撤销的项目及时更新，达到从准入的源头阶段对碳捕获与储存技术进行监管把控。

4.2.2  第二维度：技术风险监管

对项目的监管引入环境风险评价制度，可以借鉴美国的《安全碳储存技术行动规定》中关于储存场地、介质的选择必须满足不影响人类正常生活、生态平衡以及健康的角度，不能选择场地在河流、湖泊等饮用水的来源处。对储存地方的整体性与区域性的生态影响进行评价，引入公众参与模式并进行严格的行政审查程序，对储存场地、介质进行预测评价、跟踪评价，在储存区域周围进行大气、水、声学、土壤、生物物种等全方位评价。技术运行方面，需要提前提交项目运行的申请，包括对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捕获阶段（方式、污染物排放）、压缩、运输（方式，潜在隐患）、储存（场地、健康安全、存量等）以及对其拟定的详细救济措施和监控措施等。对项目没有进行环境风险评价而擅自运行的CCS技术项目，环保部门应责令该技术项目停止运行并进行处罚，根据由此造成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予以相应的资金补偿，对泄漏的CO2按吨数缴纳罚金。

通过二维立法监管框架，达到对碳捕获与储存技术项目的开发、运行进行全方位监管，保证在市场准入与技术风险两个方面予以严格把控。

4.3  制定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实体法

在构建了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二维立法监管框架后，需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持，才能够保证碳捕获与储存技术项目的高效运行。

4.3.1  申请、登记与撤销制度

首先，项目的注册申请需要严格把控，制定相应的许可证。在运行许可上，需提交环境风险评价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储存许可证的申请需应包括以下内容：（1）场地、介质相关容量数据；（2）安全标准达标数据；（3）储存性能数据；（4）拟捕获场所距离储存场地的运输位移；（5）储存场地自然灾害风险发生概率（地震、水灾等）；（6）是否有其他违法行为。（7）资金保证数额。由此，在提交上述材料并符合标准后予以项目的注册、登记。所颁发的许可证属于行政许可范畴，监管部门需要明确工作程序、组织结构、人员职权，对审批部门严格监管，防止出现权力寻租的问题。

不能继续运行CCS技术项目的企业需要上交项目运行报告，以及阻碍项目运行的因素、场地的环境报告和出现事故问题拟采取的方案，经审批部门严格审核方可批准企业停止项目运行并撤销其许可，防止危险事故的发生[9]。

4.3.2  信息披露与责任保险制度

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将应用CCS技术的项目情况及时发布在平台中，具体包括应用CCS技术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监测数据、环境风险评估情况，这样可以让广大群众参与到CCS项目运行中；同时可以开辟公众意见专区，将信息披露与公众参与相结合，让技术的开展常态化、民主化，让技术运行更具科学性、稳定性、公开性。

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项目运行涉及很多风险，可以要求采用CCS技术的企业对储存的场地进行投保，引入保险责任制度，不仅可以将责任分摊，还可以分担受害者的损害程度；同时企业需要有资金运行，不过，引入的责任保险制度时效相对要短些，可以设定责任免除机制，保证企业能够顺利开展和实施CCS技术。

4.3.3  监测、安全与事故处理制度

在安全标准设计上，可以将国家GB16201-1996、GB50300-2001标准和TJ36-79标准等运用到碳捕获的安全标准设计中。在监测与事故处理制度设计上，应当对碳泄漏事故处理制定相应条款，对碳运送阶段的管道设计、监测定期提供监测报告并进行存档。在地址储存方式下很容易出现碳泄漏，其事故表现形式主要有盖层、断层、裂缝泄露以及灌注井、监测井泄露、岩层渗透等。制度设计上需要首先进行风险评估，从源头上发现威胁隐患，之后进行数据传输并将数据及时更新，以保证对事故处理问题具有准确性、针对性、安全性。

在碳捕获与储存后的利用问题上，主要有地质开采、化工合成、原料加工等。在化工合成与原料加工等方面我国已经有较为完善的法规作为保证。在地址开采上，主要是EOR，现在没有具体明确的法规颁布。2014年欧盟规定EOR不能作为 CCS 市场发展的主要指标，我国可以结合工程建设与石油开采等主要依托地质结构信息的工程方面的经验，拟定标准、规定来对EOR的操作予以规制[10]。

4.3.4  惩罚与激励机制

必须明确法律主体的责任以及制定相应的惩罚制度，在选地、管道施工、运行、跨境运输、责任转移方面制定详细的条款。在我国各地方之间转移运输所带来的运输责任需要界定承担主体，明确范围，对管辖权也应该制定详细的规定；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责任转移可以借鉴美国OPS对运输方面的规定[11]。在惩罚制度上，对产生碳泄漏的责任主体按照泄漏CO2的吨数进行惩罚，并对责任处理的费用成本进行承担。

激励机制设计上，可以将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应用引入到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之中，对开展CCS技术的实验、研发等予以支持，对采用CCS技术减少企业碳排放的项目、企业予以配额分配的奖励措施。鼓励将碳捕获与储存技术与其他环保领域的结合，遮掩够可以避免其对环境的风险，并可以与碳汇技术、清洁生产机制等技术结合[14]文后无文献14！。鼓励与国外先进的经验进行交流，达到互利共赢的状态。

5  结语

我国利用碳捕获与储存技术进行减排已经取得了很多经验，其研发及商业化也成为主流趋势，亚行与我国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上的合作也即将成为我国碳减排上崭新的里程碑，因此，对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有效运行的立法监管势在必行。采取市场主体监管与技术风险监管的二维监管模式，可以达到对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全面的监管；同时，制定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应用的专项法律制度，在监管框架内有效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构建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的立法监管体系（如图2），保证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运行的制度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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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我国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立法监管体系

注：

① 资料来源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网，网址为http://www.tanpaifang.com/，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2月20日。
② 该法律制度主要是针对1974年出台的《安全饮用水法》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制。
③ CCS指令第4条第3款规定。
④ 石油采集率EOR：是指通过将CO2注入油藏以提高采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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